
伴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林权作为农民一

项重要权利，势必会产生诸多矛盾与争议。林业改

革日益深入，林权争议迟迟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会

破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影响社会公正公平。很多

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视角给予关注，从法学、社会学、

林权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对林权争议提出各自专业

见解。谭世明、张俊飚按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与使用

权的分离程度，将“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划分为五个

时期，即以个人所有为主的土地改革时期（1949—

1952）、由个人所有逐渐过渡到集体所有的合作化

及人民公社时期（1953—1980）、由集体所有转变为

集体和个人混合所有的林业“三定”时期（1981—

1991）、权属开努走向市场化的林权市场化改革初

步探索时期（1992—2002）、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

的林权市场化改革深化时期（2003—）”[1]559。

在林权争议的特点方面，谌东华、朱兵、林虎

认为：“争议一般时间跨度长，牵扯面广，涉及人员

多”[2]33，何美成、张明辉、张小皙的研究与之不谋而

合：“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多、争议数量大、突发性

强是林权争议的主要特点”[3]55－58；柏永全也指出林

权争议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复杂性、涉众性”[4]140－141。

在林权争议的原因研究方面，何美成、张明辉、

张小皙认为：“政策不连贯是造成林权争议的根本

原因、土地升值快是催化林权争议的直接原因、管

理不到位是产生林权争议的重要原因”[3]55－58；朱学

忠、徐礼来认为：“山证重叠、分山过细、管理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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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不够、价值攀升是林权纠纷产生的主要原

因”[5]8；林达也认为，林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历史

遗留原因、政务变动原因、人为因素原因”[6]234-235；柏

永全认为林权争议问题的成因主要有：“林改工作

上的纰漏、村级操作上的随意、国家政策上的欠缺、

群众认识上的差距等”[4]140－141。

在林权解决的途径中，何美成等强调在基层解

决林权争议，其在华东六省调研的基础上，指出“浙

江省在有林改任务的村建立村级调解小组，将矛盾

解决在基层。江西省把林权争议调处重心放在基

层 ，充分依靠群众自我化解矛盾，充分发挥村组林

业理事会 、“三老”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安徽省

铜陵县天门镇郎坑村依靠党和政府，遵循“户与户

争议不出组、组与组争议不出村”的原则，全村群众

自行处理林权争议 130 起，占处理争议总数的

95％；对涉及外村的争议，尽可能说服村民“走群众

路线不走行政诉讼，不走司法程序”；注重邀请熟悉

情况的老党员、老村干、老代表、老林农参与林权争

议处理工作，树立起将林权争议处理在基层的典

范”[7]1－6。

综上所述，林权争议引起的原因较为复杂，既

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加上周

期长、涉及面大、解决困难等特点，给林权争议解决

设置了不少障碍。

一、林权争议的概况

（一）林权争议概念

谌东华、朱兵、林虎认为：“林权争议是指两个

以上的权利主体对同一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可能性

或权益的归属发生的争议或异议。一般指权利人

对其享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收益权、处置权和法

律规定的他项权利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

权利时受到他方的干涉，或多方主体共同主张林

地、林木的权属而发生的民事争执”[8]32。周伯煌、宣

裕方、余玉豹认为林权争议通常指的是“林木、林地

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争议。林达认为林权纠纷是因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林木、林地等资源过程中而

发生的争议，兼具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的性

质”[9]473。本文认为，林权争议是不同权利主体之间

基于林地或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而发生的归属认

识冲突，并采取民事协调、行政裁决及复议、司法诉

讼等手段以证明归其所有的解决过程。

（二）L县林业资源及林权争议情况

贵州省L县位于黔中腹地，地处东经 106°45′

18"～107°15'1"，北纬 26°10'19"～26°49'33"之间。

沿东北—西南纵向呈月牙形，南北长约73公里，东

西宽约36公里，总面积1 521平方公里。2012年全

县总人口为224 266人，少数民族91 754人，占全县

总人口的41%。其中，苗族人口4.7万余人，布依族

人口4.2万余人，其他少数民族2 000余人。人口在

万人以上的除汉族、布依族、苗族外，还有彝族、侗

族、土家族、壮族、水族、瑶族、毛南族、回族、仡佬

族、仫佬族、满族、白族、黎族、蒙古族、藏族、傣族等

28个民族。苗族分布在全县6个乡镇，聚居141个

村寨，与汉族杂居161个村寨，与布依族杂居17个

村寨，与布依族、汉族杂居77个村寨。布依族分布

在全县14个乡（镇），聚居133个村寨，与汉族杂居

112个村寨，与苗族杂居17个村寨，与苗族、汉族杂

居77个村寨。

L县“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盆地、河

谷相互交错，为各种树木和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

环境。至解放初期，森林繁茂，生态平衡，上世纪50

年代末，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森林大量被毁，虎豹狼

等野生动物有的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生态平衡受

到破坏。上世纪60年代中期，L县林场营造的森林

开始成材，林区遍及L镇、G镇、X镇的广大地区，加

上上世纪80年代乡村林业的迅速发展，明确了山林

所有权，提高了造林的成活率，增加了森林的覆盖

率”[10]427。L县“林场1964—1966年在上述三镇建立

的林场工区，分片进行飞机播种造林。造林的树种

以马尾松为主，飞播造林面积仅X镇一带就有18.73

万亩。X镇因火烧山等原因，毁林较为严重。L镇、

G镇林区管理得力，这些人工造林和部分飞播造林

后来都长成了大片森林”[11]141。

1975年第一次森林普查：“全县森林面积为81

万亩；包括疏林地在内，森林覆盖率达35.42%；1985

年5月，进行林地二类清查工作，历时1年，确定林

业用地为144万多亩，其中有林地29.1万亩，疏林地

27.93 万亩，灌木林地 11.29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17.7%（包括疏林地为29.9%），与第一次森林资源普

查相比，有林地面积减少了12.6万多亩，森林覆盖

率下降了5.5%”。[10]427

L县“1993年记载林地面积为87.39万亩（不含

疏林地），森林覆盖率达17.71%。县境内野生植物

种类较多，主要有马尾松、云南松、华山松、杉木、梓

木、红栲、柏木、大叶栲、光皮桦、漆树、油桐、油茶、

乌柏、五倍子、棕榈、野核桃、板栗、毛栗、刺梨、猕猴

桃、银杏、杨梅等”。[12]179－1812013年，L县“全面完成

43 058亩重点工程营造林的检查验收，任务完成率

及面积合格率均达100%。据测算，L县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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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高到53.57%”[13]165。2014年，L县“完成上级下

达的营造林38 480亩任务，其中人工造林24 980

亩，封山育林13 500亩，义务植树50万株”[14]150。

2015年，“完成营造林3.63万亩任务，完成“贵州省

同步小康达标县”所要求的森林覆盖率指标，森林

覆盖率达58.37%”[15]405－406。

查阅L县相关资料，得到L县林权争议的总体

情况：

1. 据1981年县“三干会”①统计，“在1年中，林

权纠纷达 380 起，面积 4.5 万亩，涉及全县各社

队”[10]446。

2. 2013 年“全年调解林权纠纷共计 84 起

661.15 亩，其中涉及 ZT 国际生态城建设的 33 起

120.32亩，涉及GL大道建设的44起511.92亩，涉及

G镇北部工业园区建设的1起24.74亩，涉及S镇工

业园区建设的1起4.17亩，参加涉及林权的行政诉

讼5起”[13]166。

3. 2014 年“办理林地流转 18 宗，流转面积

5 095.92亩。及时调解林权纠纷72起，调解率达

100%”[14]151。

4. 2015年办理林权证35本77宗，完成林地流

转5宗、流转林地面积1 054.43亩，及时调解林权纠

纷48起85公顷[15]107。

二、L县林权争议的特点

（一）复杂性

1. 时间跨度长。仅从L县的林权争议解决来

看，争议农户提出确权申请，行政机关做出初步处

理决定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加上2个月的行政复议

时间，后续行政诉讼一审、二审9个月，一个完整的

处理过程至少需要1年半的时间。对于案情较为复

杂、二审做出判决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处理决

定，则有可能使案件陷入循环而久拖不决，有的甚

至达10年。

2. 涉及面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单位、单位

与单位都有可能发生林权争议，具体到L县，农户与

农户、农户与村组、村组与村组、农户与国有林场、

村组与国有林场都存在着纠纷。在征收林地的过

程中，存在着几个村组发生的争议，L县与邻近省会

贵阳的某区也存在着边界争议。

3. 涉案金额大。林权争议通常发生在土地征

收过程中，对于林农个人的安置补偿、失业农民保

险、养老金等金额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涉及村组

就有可能几百万、几千万。而确权申请、行政复议

都不需要争议农户支付任何费用，行政诉讼案件也

仅有50元的诉讼费用，利益的巨大吸引与维权的低

成本也是林权争议案件高发的主要诱因。

（二）艰难性

由于国家政策变动较快，农户证据意识不足，

加上行政机关档案资料保管不善，加上林权登记工

作的粗糙，林权争议案件往往需要回到登记之前的

状态，林业主管部门需要组织专门人员回到现场，

听取争议双方、村组各方的意见，召开听证会等形

式使“林权证回炉”，经过比较甄别做出处理决定，

难度较大。

（三）反复性

如前所述，每起林权争议案件都需要确权申

请、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甚至再审，而审判的结果

可能是法院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处理决定，再将

上述程序进行一次甚至多次。加上每个程序的处

理结果都可能会引起一方的不满，用重金聘请律师

以搜集新的证据，而法院对于新的证据持开放态

度，会对生效和判决启动再审程序，这也使得案件

不停反复。

三、L县林权争议的原因

（一）民族习惯影响

L县地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无平原支撑农业，

经济长期较为落后，而作为主要地貌构成的山地，

为数不多的可供使用分割的就是林地及林木。“历

史上，清江的黑仲家系以广植树木为生，有钱的人

较多，与汉人结交甚广，如汉人请邻近富户作保，并

出部分树木作本，便可以合股经营。经营时，如钱

不够，可向伙计借贷，无有不应者，借了不能还，只

要说明困难，不仅旧账允许延期，而且可以添借

新款”[16]461－462。

既能实现物的占有，又能实现巨大的经济价

值，包括该县民众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自然对

林地、林木的价值珍视有加，但在具体的林改过程

中，民众“不被统治的艺术”占据主导，对林业管理

机关颁发林权证的行为不重视，一是不主动跟随林

改工作人员上山测量、划界，委托村组长甚至不委

托任何人代自己去测量、划界；二是在张榜公示过

程中，即使发现错误也很少提醒林改工作人员更

正，认为山林属于自己管护比起政府颁发的那张纸

更有说服力，“实际占有”比“纸面权利”更重要，即

使取得了林权证也不妥善保管，导致在林权发生争

议后无证可用，给自己增加了调查取证的成本；三

是发生争议后，农户也是先按本民族习惯通过寨

老、议榔等组织民间解决，等到无法解决再求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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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增加了解决的时间长度及最终解决的难度。

（二）国家顶层设计的制度因素

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

法》等法律规定，我国林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张小军看

来，这是“土地不充分产权的表现——国家、宗族和

村落等集体的象征地权过度所有，导致农民有地乏

权，地权一旦被象征资本化，就会在象征资本的再

生产中被不断赋予意义，改变地权和性质。因此，

地权的关键不只是实物地权归谁所有，还要看象征

地权归谁所控，谁在操控地权的象征资本生产过

程。就中国历史而言，最大的象征资本家是国家。

从象征地权来思考，很容易知道农民和国家之间存

在着深刻的地权不平等，导致农民有地乏权的现

象。其次，在中国社会，讨论土地的公有/私有制是

一个伪问题。公田通常具有不充分地权。若政府、

宗族等公权机构权力过多侵入私人土地，同样会以

其过度的象征地权侵犯私人地权。这是历史上无

论土地公有或私有制都没有很好解决土地问题的

关键。最后，国家过度的象征剩余产权会造成当权

者利用权力有意进行象征资本的生产，通过造制

度、玩政策来公开“造租”以寻租，瓦解社会公平，形

成制度的虚拟化，引起广泛的社会危机。而产权不

清导致土地、山场等纠纷的例子在民间不胜枚

举”[17]143－144。

L县的林权归属情况无出其右，在统一的中国

产权体制下，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地底权”“抽屉

权”，农民占有的只是“地面权”“桌面权”。这种划

分，也使得林权呈现不充分、模糊状态。

（三）行政机关林权改革“运动式”思维

1. 不正确的政绩观。引发L县最多的林权争

议问题当属2008—2009年期间，为了完成三年林

改任务，贵州省自我加压要求一年完成，这也是导

致全县 1 000 多起大大小小林权纠纷的主要原

因。据参加林改的干部回忆，当时的林改任务重、

时间紧，为了完成工作目标，林业主管部门聘用了

一大批社会人员，其中不少是林业局干部职工亲

属，部分人抱着“玩”及“吃吃喝喝”的态度工作，专

业性低、出错率高；在实际测量、划界过程中，包括

林业局在内的干部职工没有带领群众上山到现场

指认，在村里的办公室、村干部的家里凭着村组干

部的记忆在地图上作业，四至不清、图纸不明；即

使亲自带领群众上山指认边界，也是走走过场，由

于前期宣传发动不充分，群众重视程度不够等因

素，群众参与度不高，对于发生争议的林地、林木，

林改工作人员偏听偏信村组干部一方，导致不少错

证出现。

2. 避免出错。林改干部包括聘用人员出于对

自己专业的不自信，也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纠纷，在

制发林权证过程，证上的林地面积往往比实际面积

小一些，这也是当时避免被上级问责的通行做法，

林地面积写大了就容易与其他人制发的林权证重

合，为了避免重合引发纠纷，往往以小的面积来避

免出错。

3. 将错就错。而在后续出现纠纷的林权案件

中，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主要依据又是林权证，林

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

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

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解决争议的依据是错的，又进

一步引起群众对林权纠错工作的不满。

四、L县林权争议的路径及优化建议

（一）官方路径

1. 确权申请。如果群众不能靠民间途径解决，

就需要向官方提出申请。L县也陆续成立相关机

构，专门调处纠纷：如1980年11月，县人民政府召

集L县林场、县林业局、L区、G区、X区负责人，研究

成立了L县处理山林权领导小组，处理区与区、乡与

乡、村与村之间的林权纠纷，特别是与省L县林场之

间的林权纠纷[10]446；2013年，L县林业局内设机构2

个：办公室、政策法规室。下设11个事业单位，及1

个行政机构即L县公安森林警察大队，其中L县园

林绿化管理站于2013年4月划转到L县住房城乡建

设局[13]165；2015年3月13日，林业登记职责由县林业

局划入县国土资源局，并对县林业局相关职责进行

调整，有办公室、林业产业科（行政审批服务科）2个

内设机构[15]405。

L县林业登记机构仅两名在编人员，且年龄均

已超过50岁，确权机构级别低、编制不足、老龄化较

为严重是L县林业登记机关的主要问题，面对L县

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所引发的林权纠纷，案件排队处

理成为常态。

2. 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关于“对行政机关作

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的决定不服的”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

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3〕5号）指出：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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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确认土地、矿藏

……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

使用权的，经行政复议后，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涉及自然资

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不适用《行政复议

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

（〔2005〕行他字第4号）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

法释〔2003〕5号批复中的‘确认’，是指当事人对自

然资源的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关对争议的自然

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所做的确权决定。有关

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属

于行政许可性质，不应包括在行政确认范畴之内。

据此，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

书的行为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

土地确权案件侵犯行政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自

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经过复议后才

能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路径主要是对林权证的维护，难以做出

对林权证错误的认定。这也是同相关制度设计有

关，1995年林业部回复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林

业部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

证书能否撤销的答复》（1995年10月9日 林函策

字〔1995〕212号）认为林权证不能随意被撤销；确

因工作粗糙造成确权中部分遗漏或者重叠的，应

本着现有林权证继续有效，错在哪改在哪的原则，

对遗漏或者重叠的部分，经上级人民政府审查，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实

际情况，予以修正；2007年2月8日，国家林业局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

知（林资发〔2007〕33号）各地要对已办理的林权登

记和已发放的林权证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对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登记并发放林权

证的，要依法予以撤销，但如何撤销、由谁撤销都

没有规定。

以L县2017年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为例，全年

受理案件11件，维持9件，相对人撤回复议申请2

件，没有撤回的案件维持率达100%，行政复议并没

有能够发挥其内部纠错功能。

3. 司法诉讼。人民法院审理林权争议行政诉

讼案件，同样受制于证据材料的不足和维稳的压

力。一是严格审查争议方的主体资格，甚至提高主

体资格的证明力度，否则便以主体不适格驳回起

诉；二是关注诉讼时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

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进行裁判”“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

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

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

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但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

性，法院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途径较多，难以保证法

院不向行政机关做出诉讼时效的提醒，事实上，行

政机关在维持其林权证的合法有效惯用的诉讼技

巧就是利用诉讼时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

3月8日 法释〔2000〕8号）第四十二条也规定，对涉

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做出之日起超过20年、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做出之日起5年提起行政诉讼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是法院对于受理的并开

庭审理的林权争议案件也难以得到当事人的支持，

与行政复议一样，法官偏重于书面审理而亲自到现

场查看，是当事人不满判决、认为法官查清的事实

不足说服力的主要上诉或再审理由。

（二）民间途径

1. 解决问题优先。张小军认为“产权问题不一

定完全依赖国家及其供给制度，民间社会本来有能

力面对产权问题，只要国家的行为适当，不破坏民

间的民主基础，并提供公平的产权环境。但是有两

种情况产权会涉及国家和国家供给的制度：一是本

来民间“庶规制定”的制度机制被破坏时，民间制度

无法保障人们的利益。这种传统的破坏通常来自

急剧的变化，如生态变迁的措手不及、战争和社会

革命的影响等。这时只有依靠国家的认可、裁判或

者制度建立。二是国家等制度有意无意地介入到

产权之中，使得产权必须改变而就范于国家制度。

如国家以赋税等方式进入产权体系。因此，国家制

度和政策介入产权时必须十分谨慎”[17]116。范愉同

样认为“后现代思潮对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社

会规范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十分重视，提出了

‘私人政府’、‘私人警察’和‘民间司法体系’等概

念，并有意识地淡化它们与国家法和国家司法体系

的界限，致力于使二得得到调和”[18]312。麦考利认为

“在任何的社会调整中它们（非正式方式）都起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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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用，而人们往往只是在通过私人政府的机制

不能解决问题时，才转向政府的正式法。法律官员

运用政府制裁的权力和程序，但只要可能，他们也

运用法律之外的规范和制裁”[18]312－313。

从L县的实践来看，提交“官方解决”的林权争

议不足所有案件的10%，大多数案件都在民间进行

解决，这其中包括了人民调解、寨老出面和解等民

族习惯法的应用。

2. 不易引起反复。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比“上

法庭”解决更能让大家心平气和接受，且调解的初

衷就是“各让半步”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

法》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

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

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

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是高度契合的；采取民

族习惯方式进行和解的，则是利用了中国熟人社会

的特性，由大家眼中办事公道、德高望重的寨老、长

辈出面解决，说服力更强、教育意义更高，即使一方

吃亏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复，带来的小微矛盾会在时

间的流逝中减弱甚至消失。

（三）优化建议

1. 参与式纠纷解决。周伯煌等认为传统的林

权争议调解方法存在违背自愿、自治原则，“法、理、

情”不能有机结合，解决程序不够科学、规范等缺

陷，因此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出用参与

式方法调解林权争议。主张将争议的调解过程与

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综合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参与

多学科调查小组的林权争议调解过程中，林农们有

机会认识和结交一些他们平时几乎不可能交往的

朋友，如政府的官员，大学与科研院所里的教授、学

者和科技人员等，对于帮助林农们从事社区土地利

用与综合发展规划，开发新项目，发展当地经济和

解决各类实际问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有望

与他们所在的部门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联系及合作

关系。

以项目制发展为主线的地方经济，难以摆脱土

地财政的困扰，土地征收尤其是林地征收事关一个

家庭的经济地位，短时间内便可以实现暴富，成为

“拆一代”“富一代”。林权纠纷便是财富的“胜负

手”，在社会变迁中家庭甚至是家族不惜动用所有

社会力量用“搭便车”来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国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向中，如

何使“有困难找政府”的被管理者——林权纠纷的

主体，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力作用，扮演自主解决纠

纷的角色，参与式解决纠纷提供了一种可能，它使

处在争议漩涡中的对立农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角，

他们背后的家族势力往往能够从阻碍林权争议解

决的一方演变为推动其化解的一方，这种示范作用

将影响到其他争议农户，使社会矛盾更加容易消

解。

2. 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张津通过对

我国林权的成因及其解决方式的阐述、思考，提出

建构一套“以行政手段为重点，以诉讼方式为核心，

以其他手段作补充”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林苇对贵

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困难与对策研究后认为，依

据、借助本土的传统与惯例，寻求能够实现利益最

大化的解决纠纷各种办法，以实现功能互补，拓展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林权

静态秩序。吴娅喜对林权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研究，

提出着力构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并存的多元

化解决纠纷模式，在大力倡导非诉解决，完善协商

解决、行政裁决、仲裁等制度的同时，在诉讼领域开

通林权纠纷解决“绿色通道”，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

制，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

定。

林权争议的最终解决需要落实到村组干部、政

府干部、法院的法官等单个人身上，整个处理机制

都是上述裁判者亲自执行的。这些大部分乡土社

会出身的裁判者沿用统一的判断标准，之间发生深

刻的互动，才能使每个处理程序对林权争议最终解

决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

高度理性的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承载

起鲜活的林权争议事实，为林权争议完善解决提供

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3. 创新乡村治理。朱冬亮在总结学术界对集

体林权纠纷的研究大都是围绕林权纠纷的成因、调

处机制等议题进行探讨时指出：这些研究大多是微

观层面的个案性研究，理论层面的学术分析相对缺

乏，认为对于当前林权纠纷中所呈现的集体产权实

践失序状态，现有的集体产权实践理论不足以做出

充分解释。其通过对集体林改中各类典型林权纠

纷案例文本的剖析，探讨当前集体林权实践所面临

的困境，并尝试从农民自身角度揭示集体林权明晰

的地方性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农村

产权实践的可能演变路径。

贺东航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多次

进行集体林地制度变革，由此衍生出林权产权模

糊、产权不稳、产权残缺、产权分散等诸多问题。而

每一次的林权制度变革，都会引发一些新的林权纠

纷和争议。这给村庄治理带来重大考验，但也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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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治理突破原有瓶颈提供了机会。在林改背景下，

应该走“能人治理”与村庄优质社区并重、村庄事务

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创新的路子。

作为其必要的补充，上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

要给予乡村治理必要的外部环境。个人之间发生

林权争议、基层政府做出的裁决结果，县级政府是

复议机关；县级政府承担着单位与单位、个人与单

位林权争议处理的绝大多数，在行政裁决阶段，县

级政府是裁判主体；在行政复议阶段，县级政府是

被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阶段，县级政府又以被告

身份出现。县级政府角色的不断演化，对于乡村处

理林权争议的态度可能会略有不同，这需要县级政

府不断适应乡村治理的新变化，适当提高对于治理

失败的“容忍”度 ，不断推进乡村治理。

五、结语

从L县的林权争议特点、引起原因以及解决途

径来看，民间自发解决矛盾是所有途径中最优的一

条。当然是基于大多数没有提出官方解决的案件

来说，因为官方解决的长期性、难度性、反复性都无

法与民间的优先、赋予的教育意义媲美，但对于显

失公平、破坏公正的个案来讲，官方途径又是一个

必要的补充，如何建构一个以民间自治为主、官方

为辅的解决林权争议甚至是矛盾调处体系是法制

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今后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向，

本文对参与式纠纷解决、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

制、创新社会治理等路径进行探索，对于优化林权

争议路径提出对策及建议。

注释：

① 三干会，指县、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参见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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